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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的仁义抱负与文教起点
———试论介于质教与文教之间的儒家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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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成就文质彬彬君子品格的文教道路，介于文教与质教之
间的诗教，既是言语之教，也是性情之教，是涵养文质彬彬的君子品格的关键环节。朱子对诗教之“兴”
的解释偏重诗教的性情、道德效用，是从质教的角度解释“兴”，而汉儒则关注诗教的言语、政教意义，偏
重文教。从“兴”的本义看，诗教的兴是一种起而承负的势态，具有兴发仁心襄成礼乐的内在方向，学诗
之兴指向“仁以为己任”的弘大抱负，又涵括“引譬连类”的言语方式，方不失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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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子讲:“仁之实，事亲是也; 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乐之
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见《孟子·离娄上》。

中国的博雅教育，其本土源头是孔子开启的教化传统。孔子教学因材施教、发挥学生性之所长、纠补
学生性之所偏，也有通贯的教育理想———造就君子。据《论语》记载，孔子对何谓君子有多种多样的教诲，
基本上都指向德性成就。那么，何为君子的质，何为君子的文? 大要言之，仁义是君子之质，礼乐是君子
之文。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 礼乐为君子
之文，可考之于孔子的原话。《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
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此处“成人”指才德完全之人，与孔子“君子不器”的教
诲相近，“君子”与“成人”异名同指，也可见君子的“成德”并非仅仅是外在道德规范的塑造，而是来自内
在性情的成长，这一成长需要礼乐之文，最终的实现就是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就是以仁义为质，以礼乐
为文。因此，从教化的角度讲，儒家的君子之道可分为质教和文教两层，二者兼备，才能造就文质彬彬的
君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即是文教;忠 －信，即是质教;行，则是君子之质的彰显，让文得以
充实的实行。
从质教和文教的不同层次来看，君子之道有不同的起点。孟子以扩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四

端为养成仁、义、礼、智四德的功夫，着重于君子之道的质教起点。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
语·泰伯》) ，说的是君子之道的文教次第。有子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发挥了孔子行仁由孝友始
的思想。“孝悌”是质教与文教之间“行”的起点，孝悌一方面是践行仁义的起点，另一方面也是生成礼乐
之文的根本①。就义理而言，孟子讲的仁义礼智四端是孝悌之行的种子，更是礼乐之文的根本，君子之道
的质教似乎比文教更基本。但从历史的发生看，诗书礼乐的文教其实先于孟子仁义礼智的质教，孔子
“文、行、忠、信”四教也以文教为先。孔子之教文质并重而以文教为先，是要以承载了先王之道的“文”，来
引导、涵养人心的仁义美质，让这美质不滋蔓、不偏斜地成长为卓然自立的大树，结出德盛仁熟的佳
果———文质彬彬的君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以文教涵养美质的君子成德之教。
那么，为什么诗教居于文教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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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柔敦厚与忠孝仁义———诗教培养君子抱负的性情教育

马一浮先生认为诗教主仁，并认为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这个解释明显偏重于诗的质教。就
笔者所知，古代的诗教论述中很少概要地将诗教的功能定位于仁德或其他某一种德行的养成上。孔子对
诗教大旨最精要的概括是“思无邪”，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为“使人得其性情之正”，程子说“‘思无
邪’者，诚也”。无论“性情之正”还是“诚”，都不是指某一种德性，而是德行的总体特征。将诗教的功效
确定为某一类性情和德性，最著名的是《礼记·经解》中的讲法:“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温柔敦厚”与“仁”是不是一回事? 孔颖达疏解“温”为“颜色温润”，“柔”为“性情和柔”。性情和柔
是能感，颜色温润是能爱;冷漠刚硬，对苦乐忧欢无所感，则近于不仁。但是“敦厚”很难仅仅从当下化的
“感”出发理解，“厚”意味着时间、历史的层积，需要超出当下之感的记忆和想象。《论语·学而》中曾子
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追远，是一种超出当下需求的追念，能够追念父母先祖，丧尽其礼，祭
尽其诚，“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可见“敦厚”需要超出当下现实感的追念范畴和能力，如果把“仁”
解释为心灵的感觉、感通能力，要么温柔敦厚就不只是仁者的性情，“敦厚”还包含着超出“仁”的某种品
质，即仁者的感不仅是当下的，而包含着追念与希望的时间和历史感。从儒家以孝悌为仁之本的一贯思
想看，仁显然不只是一种当下的感觉，而包含着慎终追远的敦厚性情，温柔敦厚即是仁。马一浮“《诗》教
主仁”之说与《经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之旨是内在一贯的①。但必须明辨仁者的“感”不只是审美的感
官感觉，而是敏于当下同时思接古今、有时间和历史厚度的“感”。
仁作为温柔敦厚性情所包含的生命厚度，体现在孝悌忠信的伦理操行中，其中最为基本的是孝悌，从

孝悌中建立并推广仁，是儒家的仁爱区别于墨子兼爱、佛教慈悲和基督教博爱的特色，这其中包含儒家对
人的生命时间性、历史性深度的体认与坚守。孟子虽然以普遍的恻隐之心来作为仁之端，但也没有放弃
从“亲亲”之孝来讲仁的儒家本有思路。孝是人应有的对自己生命本源的感念———人最直接的生命来源
是父母，奉养孝敬父母是最朴素的孝，由此继续扩大，孝可以上升为敬事祖宗( 追远) 、感恩天地和君师，这
就是荀子说的礼之三本———父母祖宗为血缘之本，天地为衣食之本，君师为政教之本。礼之三本，在后世
形成了对中国民间宗法社会影响深远的“天地君亲师”的祭拜秩序，其根本则在于孝，在于从孝生发的仁。
但“仁”的发用不只在感念生命本源的“孝”，也包含关怀未来生命的“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才是完整的仁。相对而言“慈”是比“孝”更为天然的伦理德性，是在动物的孵卵和哺乳行为中
就已具端倪的德性。现代人更多地倾向于把仁往“仁慈”而不是“仁孝”的方向去理解，说明相信进化论的
现代人在德性的理解方面却让自己向动物方向退化。作为生命时间伦理的孝与慈，两个维度都不可缺
失，真正的孝要求达于父母之心，以父母之心为心，孝内在地也要求慈。孝相对具有本能色彩的慈来说更
需要心灵的自觉，更多地是教化的结果，更具有超越性。君子的仁德作为慈的扩充远远超出了生物繁衍
后代之慈，在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君子的仁德主要以“为民父母”和得君行道的方式实现。君子要实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者抱负，主要的途径就是出仕从政。就此而言，出仕的君臣
之义，乃是实现“为民父母”之仁的一个中介，反过来也可以说事君的本分之忠( 忠义) ，也需要并体现为为
君分忧的“为民父母”之仁。对“抱负”二字的分析可知，报本反始、慎终追远的仁孝乃是君子之担负，而
“少者怀之”为民父母的仁慈与事君尽忠的节义则是君子的怀抱。具体展开为孝悌忠信的仁义抱负，是君
子之质。
这一切与诗教是什么关系? 诗教如何能涵养孝悌忠信的君子品质? 君子的仁义抱负为何需要诗教

的兴发?

显然，并非所有的诗都堪为教化之资，儒家“诗教”概念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司马迁《史记·孔子世
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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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温柔敦厚”作为“仁”的性情特征也可以找到文本依据，如《经解》篇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主旨，同时说“诗之失，愚”，则可见温柔敦厚有
可能失之愚，而《论语》中孔子也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305 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虽然现存的《诗经》305 篇是否像司马迁
所说的那样由孔子删定学界颇多争议，但“诗三百”肯定经过删述，并非三代以来产生过的诗歌总数，以尧
舜以来时代之久远、有周一代文化之发达，“古者诗三千余篇”未必是妄说。“诗三百”即便不是孔子删定，
也一定经过孔子之前采编者披沙拣金般的择取。删定、择取的标准是什么呢? 当然不只是、甚至也主要
不是审美价值，也未必是狭义的道德或意识形态目的。孔子说: “小子! 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朱子认为“学诗之
法，此章尽之”［2］210，其实这句话何尝不可看做“诗三百”编订的大体宗旨，今人编选诗歌、文学的集子，也
未尝不可参照这一标准。从这句话看，孔子的诗教旨趣非常宽广，并未限制于狭义的道德教化，相比《经
解》篇中的“温柔敦厚”涵摄要广。清代持性灵说的诗论家袁枚更认取“兴观群怨”说而贬抑“温柔敦厚”
说，认为“《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
如是”［3］。
“诗三百”中有事父、事君之道，可以达于人伦、政事①，孔子讲得很明白，验之《诗经》与《左传》，也可
知不是虚言。事父、事君的忠孝仁义②与兴、观、群、怨的诗教功能是什么关系? 对这 4 个字朱子的注释与
汉儒有明显的差别。朱子注:兴，感发志意;观，考见得失;群，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何宴《论语集解》
集汉儒的注则是: “孔曰: ‘兴，引譬连类。’郑曰: ‘观风俗之盛衰。’孔曰: ‘群居相切磋’。怨，刺上
政。”［4］1212相比汉儒的注，朱子对兴、观、群、怨的解释明显偏重诗教的性情和道德的效用，是从质教的角度
解释兴观群怨，而汉儒的注解则关注诗教的言语、政教意义，偏重文教③。如对“兴”的解释，朱子的“感发
志意”着眼性情，汉儒的“引譬连类”着眼言语，与《诗经》六义“风赋比兴雅颂”中的“兴”意思更接近; 对
“群”和“怨”的解释，朱子的“和而不流”与“怨而不怒”着眼于操持中道的品格修养，汉儒的“群居相切磋”
与“刺上政”，则着眼言语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刺上政”如《诗大序》中讲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
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其中也有事君之道。从朱子的解释方向看，“和而不流”、
“怨而不怒”接近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宗旨④。汉儒对兴、观、群、怨的注释看起来伦理道德义涵不强，但如果
联系“引譬连类”的“兴”来理解“群居相切磋”、联系“主文而谲谏”来理解“刺上政”，其中亦有温柔敦厚的
大义。
“诗三百”中包含的事父事君之道等伦常意蕴并非抽象的教义，而是具体地体现在言语和行事中。如
体现了孝道之精微的“色难”、“事父母几谏”就通于诗教的温柔敦厚，是忠信仁义的君子品格既需要诗教
兴发、也需要诗教涵养的道理所在。对儒家而言，诗教不是针对不识字、理解力低下的民众而设的感性化
教育。那种为传播教义而针对民众的感性化教育———如基督教的圣像膜拜、佛教的方便之门———对君子
而言流于浅显。中世纪早期为圣像画辩护的格里高利教皇说:“文章对识字的人能起什么作用，绘画就能
对文盲起什么作用。”［5］言下之意，教堂中的圣像画对不识字的基督徒是有用的，对能阅读《圣经》的基督
徒则不然。诗礼乐的儒家文教对于成就文质彬彬的君子而言是必需的，因为孝悌忠信并非超感性的教义
或绝对命令，而是需要扎根于敦厚性情、表现为温柔辞气的德行;君子抱负的成就并不在彼岸天国，而是
在“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王道历史使命中。正因为如此，宋代以后偏重于质教的《四书》并不
能取代文质兼备的五经、六艺，而只能作为进入更古老的六艺文教的前奏，无论是君子自修的内圣功夫，
还是淑世的外王治道，都离不开诗书礼乐的文教。孔子用一句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文教
次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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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
其实不仅在事父之孝事君之忠的伦理里面有仁义，即是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中也未尝没有仁义，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不只是知识上
的广见闻，也是感性地体认“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地生生之德。鸟兽草木比之父、君虽远，而孝子忠臣贤妇良友比兴拟意往往寄托
其间，不只是修辞寓意的需要，也是触物起情的兴发之机。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正是此处诗教大义。
朱子的解释偏重质教，一方面是理学解经的特点使然，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在朱子的时代“文”的意义已经主要由礼乐之文转变为文
辞之文、文人之文，因此理学家有强烈的贬黜文辞的倾向。
温柔则平和能群，敦厚有持守则不流。



二、诗教之兴的道德担当

探讨孔子文质兼备的诗教，离不开对“兴”的理解。孔子把诗教的功能概括为兴、观、群、怨，兴是第一位
的，相对于礼、乐，他又把“兴”单独标举出来作为诗特有的功用。要准确、深入地理解诗教的“兴”，就不能停
留于将“兴”看做与“赋”和“比”并列的修辞手法。就本论题而言，需要探讨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兴”如何兼
具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其二，诗教的“兴”如何与文质彬彬的君子品性相关联。先看其一。
犹如《论语》中记载的诸多夫子之言，“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也是恁地腾空而出，它

并非孔子针对弟子发问的作答，也没有呼召某个特定的弟子对言，这句话甚至连主语都不明朗。谁、什么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夫子没说，主语空置，能把捉的实在之物只是诗、礼、乐，而兴、立、成这三重势
态，就依凭于被给予的诗、礼、乐。即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现实活动之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主体。
这样一个凭借诗、礼、乐的先王之道而兴、而立、而成的“主体”生成过程，就是学与教。着眼于“学”或
“教”，这句话可以填充两类主语。首先，如果孔子这句话是对学习、成长中的弟子说的，它的主语就可以
是学道的君子或君子的德性，这是内圣的解释思路;其次，如果这句话是孔子对已经学道有成将要出仕从

政的弟子或当时的为政者所说，其主语则可以是王道教化，因为教化乃是王道政治的要义，这是外王的解

释思路。传统注家基本上也可以分为这两路，而以前者为主。
《论语集解》中汉代学者包咸注“兴于诗”:“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立于礼”:“礼者，所以立
身也”;“成于乐”:“乐所以成性”［4］529。包注看起来有一个缺点，就是兴、立、成的主语稍不一致，兴和立的
主体都是“身”，乐所成的却是“性”。不过这个不一致却可能隐含某种深意，“乐所以成性”，从《中庸》“致
中和”的成己成物思想看，孔子所讲的“成于乐”不仅是成己之性，也是成物之性，因此不只是“成身”，而
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至上和乐。朱子的《四书集注》统一把这句话的主语解释为“学者”。皇侃的《论语
义疏》引王弼的解释则认为这里讲的是“为政之次序”［4］530，这个解释虽然有点舍内而求外的嫌疑，但儒家
为政以教为本，教化之道与修身之道不二，所以也讲得通①。综合起来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
子内圣外王之道的次第———诗是内圣外王之道兴发的起点，礼是内圣外王挺立的主干，乐则是内圣外王
的大成境界。对儒家君子来说，内圣自修是更为根本的，《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所以可以构成为政之次序，首先因为它是修身之次序。儒家修身之道的
目标是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因此首先须理解为什么文质彬彬的君子品性要“兴于诗”。
《论语集解》的解释非常简单:“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汉儒从修身之道来理解诗教的起首地
位，着眼点是诗教之文。“修身”固然是儒者都注重的，但在孔门弟子中尤为注重修身的首推曾子，讲“以
修身为本”的《大学》，宋儒就以为是曾子所作。从文本看，在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前面，
记载的恰好是曾子的言行，而且多与修身有关，如疑是曾子临终时的话有:“君子所贵乎道者三: 动容貌，
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论语·泰伯》) 。曾子的学
问，在孔子诸弟子中介于文、质之间，如其著名的“日三省吾身”、以“忠恕”解释孔子之道的“一以贯之”
等，均着力于君子之“质”，从曾子得到的“参也鲁”的评价来看，曾子的学问和为人也偏于质鲁。但从曾
子的重视礼来看，其为学为人又未尝缺乏君子之文，不过曾子所重的是修身之礼———动容貌、正颜色、出
辞气，都关乎修身———而不是治国之礼。着眼于修身，则诗教首先体现为言语之教，孔子告其子伯鱼“不
学诗，无以言”，曾子的“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都是修身当学诗的旁证。但是汉儒并没有解释修身当
“先”学诗的理由，因此“兴”的起先义也不甚了了。
朱子的解释进一步穷究了“兴于诗”之所以然，体现了格物穷理的理学注经特点: “兴，起也。诗本性

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
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2］121。对“兴”字的解释，朱子与包咸一致:“兴，起也”，他进一步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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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孔子认为学诗可通于为政( 《论语﹒子路》) ，颜渊问为邦答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
佞人殆。”( 《论语﹒卫灵公》) 这些都说明孔子的政治思想重在诗、礼、乐的文教。



语和性情特征解释了诗教的起先地位，即为言易知和本乎性情的感人易入。不过朱子并没有采纳汉儒以
“修身”解释诗教之“兴”的注释，而是着眼《大学》八条目中的“正心诚意”解释诗教之“兴”———“学者之
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2］121。兴起好善恶恶之心，即是“正心”，此
心之“不能自已”，即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诚意”。以“正心诚意”解释诗教之“兴”，倒合于“思无
邪”的“得其性情之正”( 朱子) 与“诚”( 程子) 。相对《大学》八条目中的“修身”，“正心诚意”偏于质教。
君子之质主要是仁义，朱子此处所谓“好善恶恶”，具体地说，是好仁恶不仁，好义恶不义。好仁义( 好德)
恶不仁不义如“好好色恶恶臭”一样本乎性情而不能已，即“兴于诗”的道德效能。如此看来，诗教中竟有
成就“好德如好色”的大义，夫子慨叹其当世未见如此君子，难道诗教大用在孔子当时已隐蔽不彰? 更大
的疑问是，如果诗教既已能兴起学者好善恶恶之心，为何还需接着“立于礼”和“成于乐”?
在兴于诗之后还须立于礼、成于乐，说明仅仅凭借诗教还不足以成就文质彬彬的君子。就仁义之为

君子的核心品德而言，如果说诗教兴发志意的核心是“志于仁”①，那么志于仁的“学者”为什么还需要立
于礼? 据《论语》可知孔子对颜回讲的是“克己复礼为仁”，这要求对诗教之“兴”做深入的理解，不能满足
于把“兴”理解为起首、起先之“起”。对于诗三百传统的“兴”，历代学者的论说丰富多样，从诗的创作和
接受两个方面看，“兴”大致可分为创作的“兴”和解释的“兴”两个层面，《毛诗》在解诗过程中基本上都着
眼于创作的“兴”，把“兴”看做与“比”不同的隐喻，而且往往有美刺寓意。《论语》中孔子讲到的“兴”则大
都着眼于诗之用，不涉及创作中与赋、比相并列的兴。实际上对于诵诗与用诗者来说，诗中的赋、比、兴都
是可以兴发的，领会诗的整个方式都可以是“兴”。如果说在创作的“触物以起情”中兴起诗人之情的是
“物”，那么在后来者的诵诗、用诗的兴起中，诗本身就成了让学者兴起之物。诵诗、用诗的“兴”既包括
“引譬连类”的言语方式、“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的领会方式，也包括兴寄、兴致的性情感应方式。朱子
解诗教之“兴”为“兴起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侧重“兴”的情志层面。这与审美主义、美育是否很
接近?

历史上对“兴”的性情化、审美化解释代不乏人，著名的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的“兴趣”说②［6］134、钟
嵘的《诗品》解“兴”为“文有尽而意有余”说③。彻底的审美主义有摒弃道德的超善恶倾向，无论是“兴起
好善恶恶之心”也好，还是寓理念于感性显现的美育也好，都有太强的目的性、规定性，都不是“有余”的
“意”，若以审美主义眼光看来都未得“兴”之究竟。在现代一些美学家的眼里，魏晋六朝名士的生活才是
典型的审美生活，是最有“兴”味的生活。其中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世说新语》所载山阴王子猷雪
夜访戴的故事，“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然而，“兴于诗”决然不只是这个意义上的随兴之兴，君
子的修身与好善恶恶之心决然不能随兴而起、兴尽既去，事父之孝、事君之忠、夫妇之义、交友之信，是君
子的本分担当，不是取决于个人高兴与否的审美趣味。仁义道德实质上具有担负的性质，并非起伏不定
的情感判断。如何理解道德的负担性与诗教之兴的关系?
“孔子的伟大贡献正是把周初强制性的伦理规范转化成了自觉的伦理要求。在孔子那里，礼不再是
禁忌对象，而是君子们主动追求、学习、爱好和发自内心的喜悦的东西”［6］212。周礼对孔子而言当然不只
是禁忌对象，而是“郁郁乎文哉”的先王之道，但是不是发自内心喜悦的东西呢? 对孔子而言行礼是不是
轻轻松松没有重负的事情? 道德生活是不是完全与恐惧无关的自由理想的表现? 从儒家文献看，并非如

此，保持“戒慎恐惧”④恰恰是君子修身的一个基本方面。“子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
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 。修身本就和戒慎恐惧相关，人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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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论语·里仁》)
值得注意的是，在兴致、兴趣这些具有审美色彩的词语中，“兴”都念去声。
彭锋从美学角度认为钟嵘对“兴”的解释跳出了汉代经学家的窠臼，“完全是从新的时代精神出发的”，认为钟嵘对兴的这种崭新解说
经过严羽的发挥在诗学领域中被广泛认可。《诗可以兴———对古代宗教、伦理与哲学的美学解释》，第 116 页以下。客观地看，以“言有
尽而意有余”解诗之“兴”是深有见地的，儒家诗教当然不是无涉道德的审美趣味，但诗也毕竟不是道理说教，不是寓道理于形象之中的
寓言，诗之“兴”里面有溢出言说者之“意”的多余者，这是“兴”和“比”不一样的地方。孔子其实也没有完全把诗教的效能限定在人伦
道德范围内，所以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之后还留了一个“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余地。
《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忌惮，才会收回放肆、狂妄的心思与手脚，回向成己成物的生命大道①。
重修身的曾子在其生命情态中表现了这种“戒慎恐惧”，《论语·泰伯》云: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

‘启予足! 启予手! 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 小子!’”与那种对“兴”
的审美式体验极为不同，在慎终追远的曾子这里，由诗所兴发的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
戒慎恐惧，更难以理解的是，曾子临终引诗所表白的恐惧只是一手一足的身体保全，颇不类“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的儒者气象。需要明辨的是，让曾子战战兢兢的手足保全，不同于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中至关
重要的个体生命之自保，“盖此身髪，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 《千字文》) ，这种包含在修身中的
身体保全意识，乃是君子对自身生命本源的感念。与那种对个体生命的原子式设想不同，古代儒者认识
到人的生命不只“属己”，也是属于成全着自己生命的伦理本源的②。其中首先就是父母，“身体发肤，受
之父母”，人的生命中存有父母祖先的血脉; 不仅如此，人身人形并非动物的躯体，其中承载着“四大五
常”，蕴涵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要求，修身就是“践形”( 《孟子·尽心上》) ，不过仁义礼智的德性未必如孟
子所认定的天性固有，而是需要王道政教所玉成的。是自觉地承负起位天地、育万物的先王之道，是君子
之志，君子的生命承负着父母师长之望、先王之道、天地生生之德，正是这份重量让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君子藉以维系父母师长之望、先王之道和天地生生之德于不坠的，正是“克己复
礼”之要义。礼，对于孔子和儒者而言，既是美好、文理粲然的，也是沉甸甸、需要战战兢兢地持守的。“克
己复礼”之“仁”因此就不只是一念之间的恻隐之心，而是需要“死而后已”地肩负的重任③。

三、教之兴的礼乐归宿

回到前面的问题，“仁”之重任与诗教之“兴”是什么关系? 需要诗教的兴起才可能成就肩重任行远道
的弘毅之士④吗? 联系前后两个问题看，不妨推测“兴”的主体是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弘毅之士。在此
诗教之“兴”如何承负仁之重任? 需要进一步探问、体会这个“兴”字。按照对“兴”的情趣化解释，诗兴恰
恰是一种摒绝事务负担的轻松宽快，任事之重与诗情画意的轻松简直是相反的⑤［6］115。也许与后来对
“兴”的这种解释不同，在“诗三百”以致更早的时代，“兴”是可以负重的，但这种负重和在恐惧中承受“禁
忌体系的重负”并不一样，其中是否仍有某种轻? 也许在后世官僚政治的“案牍之劳形”和商贾熙熙攘攘
的逐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事务，即虽严肃庄重却不乏诗意的事务?

据古文字学家的研究，“兴”字在甲骨文中已有，是象形字，像众手托盘而起舞之形。后世释“兴”为
“起”，倒也没有脱离“兴”在甲骨文中的原义。对于甲骨文中的众手托盘之形，古文字学家有两种不同的
解释:一种认为盘是重物，“兴”是实际劳作中的举起重物，因为只有重物才需要众手托举; 另一种认为盘
是轻物，“兴”是摹拟性表演活动中情感的上举、升腾。对轻物盘为什么需要众手托举，彭锋给出了一个很
妙的解释:

盘虽轻但仍需众手共举，这当然不是因为实际的需要，而是因为表演的需要。除了这种表
演上的需要外，还有宗教、道德情感上的原因。盘的质量虽轻，但在诸如宗教祭祀之类的歌舞活
动中，因为敬重、尊重而仍需共举。正如现代汉语词汇所显示的那样，重不仅因为重量而重，而
且也因为尊重而重。［6］57

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中，乐舞的身心升腾上举之“兴”与祭祀礼仪的庄重性之间
的内在同一。也说明了这种“兴”的原始礼仪，并非如卡西尔所讲的那样是纯然靠恐惧维系的禁忌体系之
重负，而是原始诗、礼、乐未分的一体浑然，这种原始祭祀歌舞中的“兴”是一种起而承负的姿态。所承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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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子集注此章引尹氏言:“三畏者，修己之诚当然也。小人不务修身诚己，则何畏之有?”
那种以自保为人的本质规定的原子式看法其实混淆了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的差异，人类社会的自杀现象就是对这种原子论的反驳。
但基于对人的生命的伦理历史归属的认识，儒家虽然肯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却反对自杀。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曾子这句话正载于孔子“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前面。
耐人寻思的是，曾子在这句话里呼召的是“士”，而非“君子”，这也许暗示曾子的出发点是较为质朴、谦逊的，但质朴中有宽博，谦逊中
有坚毅。
如《文镜秘府论》认为作诗要“江山满怀，合而生兴，须摒绝事务，专任情兴”，“如此，若有制作，皆奇逸”。



的东西虽然在物理上也许是轻的，可能只是盛着果实或玉器的盘，但在意义上却是重的，是丰收节庆中天

地的丰厚馈赠，或是献给祖先神灵、关系家国福祉的美好牺牲。这种举轻若重的恭敬慎重姿态，也是后世
行礼活动中的基本情态，如清代的《弟子规》里就有“执虚器，如执盈”的教导。就儒家诗教的“兴”作为一
种起而承负的兴起而言，它具有兴发仁心襄成礼乐的内在方向，学诗之兴指向“仁以为己任”的弘大抱负，
方不失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宗旨。纬书《诗含神雾》训“诗”为“承负之义”，以“诗”、“持”互训，若合符节
地承续了甲骨文中“兴”的众手托盘、起而承负之义:

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
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8］

虽然原始祭仪中的“兴”具有举轻若重的承负特点，但它与西学禁忌体系的重负并不一样，其或多或
少有着感应的自觉，肃穆中仍有欢欣鼓舞。若没有了“兴”，那么礼仪活动中的繁文缛节就可能真的成了
禁忌体系的重负，只能靠恐惧维系，一旦外在权威松懈，人们就可能抛弃这些规矩而寻求任意妄为的轻

松。这也许是讲克己复礼的孔子在“立于礼”之前，要先“兴于诗”的原故。简言之，礼之文主要不是悦人
耳目的审美形式，而是承载着伦理重负的仪轨，若没有本于性情的诗教之质兴发、充实，就可能流变为不
堪其重的繁文或竟求奢华的虚文，“文胜质则史”大概就有这方面的意义。礼之重，需要风一般轻举而有
力的诗之兴，才能成为士君子可以肩任且行远的重。与此相关，可发现孔子对仁的解释也兼有本乎性情
的“易”与克己复礼的“难”，“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始乎孝悌，这是仁心可以兴的一
面，孟子的“恻隐之心”发挥了这一面;“仁者先难而后获”，“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
矣”，这是仁德难成的一面，是为什么在“兴于诗”之后还要接着“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因。颜回能够“三
月不违仁”，最接近于仁德的成就，而孔子称赞可与言诗的子贡和子夏却至多是“日月至焉而已矣”，子夏
甚至还被孔子告诫“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也许就是因为子贡、子夏尚未能深造于礼乐，而颜回能够
笃行克己复礼的功夫至于“不改其乐”的境地吧。
仁德的成就为何还需要礼乐之教，为何温柔敦厚的诗教还不够? 朱子的注解是:

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
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
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
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2］121

学者凭借礼而能卓然自立，不为任何身外事物所摇夺。如果说诗教的感兴启迪学者之心，开启君子
的弘大心志，那么礼教的敬让之道与节文度数则引导、约束学者的行，强化君子的坚毅持守。温柔敦厚的
善感性情，需要礼教节文度数的约束，才能“和而不流”( 《中庸》) 、“强立而不反”( 《学记》) ;引譬连类的
微言雅语，需要落实在行礼的践履中，才不是巧言令色的华而不实之辞。士之弘毅、士之能以仁为己任死
而后已，不仅需要诗教的兴，还需要礼教的立。礼是天人、古今、人我之间交会的节文度数，即是节文度
数，就需要身心的约束，同时也是彼此的相与并立和通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仁的心志需要在礼的节文中落实，仁在礼之中的落实，也就是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中和乐境地。

朱子解“成于乐”为“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侧重在君子的内圣成德，意思虽较明确，却不如包注的
“乐所以成性”可兼成己成物、内圣外王涵摄广。当然，内圣与外王体用不二，君子的内圣成德之道与外王
政教之道是可以一贯的。以“义精仁熟”解释“成于乐”颇有深意，暗示了礼乐之文之于仁义之质，犹如花
果之于种子的关系，君子之文并非外在人为的修饰，而是“ 然而日章”( 《中庸》) 的日新盛德与富有大
业，是由洗心革面而来的虎变与豹变( 《周易·革卦》) 。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成就之道。这个质，是从志于仁、质直而好义到义精仁
熟的仁义美质，而并非食色之性的质;这个文，是感发、引导、约束和成全仁义美质的礼乐之文，而并非文
人修饰与自我表现之文，是行于天人、古今、人我之际的节文，而不是用来娱人和观赏的审美之文。诗教，
既是言语之教，也是性情之教，介于文教与质教之间，既能让仁义美质有涵养的土壤，不致于流失为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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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又能让礼乐文章有性情的根本，不致于异化成奢华的虚文与僵硬的制度，因此，诗教是涵养文质

彬彬君子品格的关键环节。故而，诗教是兴发士人温柔敦厚的心志、承负起成己成物、礼乐治道的文教起
点。重温这一儒家文教的起点，是否能在儒家的质教与文教、内圣与外王之道皆有待重新兴起的世运下，
重拾当今士君子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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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ighteous Ambition and Origin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Gentlemanly Way: On Poetic Education of Confucianism

between Quality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LI Xu
(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ngzhou 310007，China)

Abstract: “Be inspired by the Odes，take a stand through Li，and be complete with music”can be regarded as
the path to cultural education，with which Confucius cultivates the gentlemanly quality． The poetic education be-
tween cultural education and quality education integrates the education of speech and disposition，which is criti-
cal to foster the gentlemanly quality． In terms of the“inspiration”of poetic education，Zhuzi puts emphasis on
its disposition and moral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y education，while the Confucians in the Han Dy-
nasty focus on its significance in speech and political teachings，highlighting the cultur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inspiration”，the inspiration from poetic education shows the trend of undertaking the
ancestors’sins and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s with the inner orientation of arousing benevolence
and cultivating rites and music． The inspiration from learning the poetry leads to the grand ambition of“practi-
cing benevolence”，and involves the speech manner of“quoting the similar instances”，which can exactly dis-
play the tender and gentle tenet of poetic education of Confucians．
Key words: gentleman; form and essence; benevolence; poetic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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